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苏轼对《维摩诘经》的接受研究 

杨瑰瑰
1
 

【摘 要】：苏轼接受《维摩诘经》有四个特点：一是采用思辨的态度对待《维摩诘经》，提出了“静故了群动，

空故纳万境”的创作论；二是他毫无门户之见，呈现出“融三教于一炉”的特色；三是接受此经时，侧重于接受其

风趣幽默、游戏神通的方面；四是经中“火中生莲花”的思想使其面对人生磨难时极为达观，从而磨炼了苏轼的伟

大精神品格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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苏轼在惨罹“乌台诗案”后，谪居湖北黄州四年余，写下不少千古传诵名篇。清钱谦益认为：“子瞻之文，黄州已前得之

于庄，黄州已后得之于释。”并赞曰：“文之通释教者，以子瞻为极则。”(1)苏辙《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》载：苏轼谪居于黄州

时，曾一度闭门深居，挥洒翰墨，其文骤变，竟如川流而至，使辙“瞠然不能及矣。后读释氏书，深悟实相，参之孔老，博辩

无碍，浩然不见其涯也。”(2)作为深切了解兄长的唐宋八大家之一的苏辙，他的看法有着极重分量。苏轼居黄州期间，不能签署

公文，经常去黄州安国寺焚香默坐，对自己过往的人生进行了深切的反思，并以佛法进行自我修养。同时，没有经济来源，因

生计所迫，苏轼亲率家人，不分昼夜，躬耕于东坡之上，是以自号“东坡居士”。萧丽华统计苏轼引用佛经的情况，排前三位

的是《景德传灯录》144 次、《楞严经》113 次、《维摩诘经》78次。(3)苏轼诗文频繁引述《维摩诘经》相关内容，这不能不引起

我们的关注。 

一、理性思辨——“静故了群动，空故纳万境” 

宋诗与唐诗的兴味玲珑、情景交融的风格迥异。宋代由于印刷术的迅猛发展，书本较易得到，士大夫文化修养普遍较高，

这可能促进了宋人的理性思维的发展。若说唐诗以情取胜，宋诗则以理趣取胜。时代思潮所及，苏轼虽有意气风发之作，然其

诗之理性与思辨特点，极为明显。如“横看成岭侧成峰，远近高低各不同”（《题西林壁》），“竹外桃花三两枝，春江水暖鸭先

知”（《惠崇春江晚景》），都是众所周知的述理诗名作。 

这种特点也表现在他对《维摩诘经》的接受之中，如：“我观众工工一师，人持一药疗一病”，“我观石子一处士，麻鞋

破帽露两肘。能使笔端出维摩，神力又过维摩诘”，“佛子若见维摩像，当作此观为正观”（《石恪画维摩赞》）(4)。此诗前部分

都是从《维摩诘经》的内容中化出。前五句与《问疾品》《不二门品》相关，赞维摩诘大神通，末一段落则是赞画师石恪，虽然

“麻鞋破帽露两肘”，但是却能够用笔画出维摩诘，那么画师的神力则超过维摩诘。此诗中，完全看不到苏轼对维摩诘的顶礼

膜拜，诗歌口吻恰如谈身边的朋友一样轻松熟悉。可见苏轼接受佛经之时，并非当作“圣书”对待，而是视作普通的书籍。换

言之，对苏轼而言，佛经虽值得赏读，但并非为了“成佛”的信仰，他也未曾神化维摩诘。 

苏轼写有《朝云诗并引》，“阿奴络秀不同老，天女维摩总解禅”，“天女维摩”当指侍妾王朝云与苏东坡自己。再读“白

发苍颜，正是维摩境界。空方丈、散花何碍。朱唇箸点，更髻鬟生彩。……明朝端午，待学纫兰为佩。寻一首好诗，要书裙带”(5)

诸句，便可得知个中情愫。“白发苍颜，正是维摩境界”，应是夫子自道。“空方丈，散花何碍”，则指《维摩诘经》中“天

女散花”一事，亦隐指朝云为“天女”。结合《朝云诗并引》，我们可以看出苏轼与朝云的关系到了晚年，乃是同道、知己的关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作者简介：杨瑰瑰，黄冈师范学院文学院副教授，湖北黄冈，438000。 



 

 2 

系。 

“上人学苦空，百念已灰冷。剑头惟一吷，焦谷无新颖。……颇怪浮屠人，视身如丘井。欲令诗语妙，无厌空且静。静故

了群动，空故纳万境。阅世走人间，观身卧云岭。……诗法不相妨，此语更当请。”(6)这首诗也是苏轼的名作，广为传诵。美学

家宗白华先生在他的《论文艺的空灵与充实》一文中说：“艺术心灵的诞生，在人生忘我的一刹那，即美学上所谓‘静照’。……

苏东坡诗云：‘静故了群动，空故纳万境’。”(7)宗白华以此诗论创作之要点，堪称解人。而此诗直接引述《维摩诘经》的频率

高达三次。“剑头惟一吷，焦谷无新颖”，此其一也。焦谷，指炒焦的谷子，语出《维摩诘经》：“如焦谷芽，如石儿女”(8)。

“颇怪浮屠人，视身如丘井”，此其二也。语出《维摩诘经》“视身如丘井，为老所逼”(9)。“阅世走人间，观身卧云岭”，此

其三也。语出《维摩诘经》“自观身实相”(10)一语。“静故了群动，空故纳万境”一句，从字面看来，未见直接引用《维摩诘

经》，然而，此经《问疾品》载，其时长者维摩诘，“即以神力空其室内，除去所有及诸侍者，唯置一床，以疾而卧。”《示现

不可思议解脱品》亦载：于是，“长者维摩诘即现神通力。即时彼佛遣三万二千狮子座，高广严净，来入维摩诘室……其室广

博，悉包容三万二千狮子座，无所妨碍。”前后两段讲述的是，维摩诘知道了文殊菩萨率领大众一起前来问疾之后，用神通使

室内一切人、物都消失不见，只剩一张病床。后众菩萨来到维摩诘空室问疾之后，与文殊同来的舍利弗心想我们坐哪儿，屋内

空无一座。维摩诘以神通知他念头，又在室内变出三万二千极高大的狮子座来，并且毫不狭窄。结合前三次的直接引述，“空

故纳万境”一句实与《维摩诘经》的启发有关。《维摩诘经》中的“空”是室内无物之空，而苏轼将之引申为心境之空明、悟性

之空灵。此句与《老子》中的“涤除玄览”有相互发明之处。 

此诗先抑后扬，先是“颇怪浮屠人”，后言“细思乃不然，真巧非幻影”，赞其巧妙，妙在何处？“欲令诗语妙，无厌空

且静”，倘若想将诗写好，必须达到“空灵”“宁静”之心境。这是苏轼直接论述佛教空静与创作关系的诗歌。作为一代文豪，

这自然也是他的创作心得。然此均与《维摩诘经》有密不可分的关系。诚如袁行霈所言：“诗和禅的沟通，表面看来似乎是双

向的，其实，主要是禅对诗的单向渗透。”
(11)

若说苏轼的《送参寥师》是对自身创作的总结，那么我们可以从中看出，苏轼创

作之成功也得益于他对佛经的主动接受。 

苏轼曾说，佛书旧时亦尝看，并以自洗濯，像农夫去草，旋去旋生，虽若无益，但终治而不去也：“公之所谈，譬之饮食

龙肉也，而仆之所学，猪肉也……学佛老者，本期于静而达，静似懒，达似放……仆常以此自疑，故亦以为献。”（《答毕仲举》）
(12)从这段话中，我们可以看出苏轼阅读佛经时，不为“出生死、超三乘、作佛”，而是将佛经与老庄同看，目的是去掉精神上

的“草”，达到“静而达”的境界。但是他又担心学者将之与懒、放混淆，因而苏轼对此还自疑，不断地进行反思。 

这种夫子自道式的阐释与思考，更从侧面说明他接受佛典《维摩诘经》是出于理性的思辨，目的是为我所用，以期达到精

神上的超脱与宁静，而非狂热的信仰，这是苏轼接受《维摩诘经》的第一个特点。 

二、三教融一——“乃知至人外生死，此身变化浮云随” 

梁银林认为，苏轼最早以《维摩诘经》为题材的诗，应是他于凤翔之时所作《维摩像唐杨惠之塑在天柱寺》一诗：“昔者

子舆病且死，其友子祀往问之。跰鲜鉴井自叹息，造物将安以我为。今观古塑维摩像，病骨磊嵬如枯龟。乃知至人外生死，此

身变化浮云随。……谁能与结无言师。”(13)苏轼将维摩诘视作具有老庄思想的“至人”，“至人”能将人之生死置之度外。故

此，苏轼对于维摩居士的认知，是以《庄子》思想来达成的。 

诚然，早期佛教融入中国，的确是依附于《老子》，甚至出现了《老子化胡经》这样的“伪经”，而这种现象是佛教传入中

国的初始阶段。佛教发展到唐代，五祖惠能创立了中国本土的禅宗，佛教也不必隐藏自己的真实面目而依附于《老子》。从更深

层次看，儒佛道很多方面有融通之处，并非井水与河水的关系。高延在《大一统论》一书中指出：“‘三教’不过是从一个共

同‘主干’上生长的三个‘分枝’，而‘主干’早在史前时代就存在了。‘主干’即‘天地万物之宗教’，这一宗教有其基本

构成要素与外在表征。囊括天地万物在内的‘大一统论’就是中国的‘一教’。”
(14)

也就是说，中国儒释道均有一个共同的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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干，这个主干使得儒释道三教在多层面、多维度有着相互融合与相互补充之处。 

基于这一观点来观察苏轼诗文及其思想，我们或许能领会更多，也不会认为他早期以庄论释有“肤浅”之处。事实上，苏

轼不仅早年将释道融于一诗，而且随着对社会人生的体悟更加深切，他在晚年创作中，仍将释道融于一体。如“不似杨枝别乐

天，恰如通德伴伶玄。阿奴络秀不同老，天女维摩总解禅。……丹成逐我三山去，不作巫阳云雨仙。”（《朝云诗并引》）其诗

前半写“天女维摩总解禅”，出自佛典《维摩诘经》；后半则言“丹成逐我三山去，不作巫阳云雨仙”，这是典型的道家炼丹成

仙的意象，而“巫山云雨”，则指楚国神话传说，其意是巫山神女，兴云降雨，后来却是专指男女情爱。此诗写于被贬惠州之

时，苏轼已是年过花甲的老人。如果说因为他将佛道融作一诗是“肤浅”或是“初级阶段”的话，那么或许苏轼一生对佛教的

认识就不曾深刻过，而这显然是不符合事实的。但假如我们换一个角度，不将儒释道视作各自壁垒森严的不同思想，而是视为

一棵树上的不同枝桠，则这个问题很好解决：即苏轼在不同时期、不同人生境遇中，接受三教的侧重点有所不同。或许他从一

开始就没有今人这样清晰的思想分界。《宋史·苏轼传》载，苏轼十岁苏母即教读《范滂传》，希望儿子作一个有社会担当的儒

者。但这与苏母自己信奉佛教并不抵牾。可见在宋人眼里，儒佛相通相融、相辅相成，并无矛盾。 

现代学术受西方文化的影响较为严重，因此各学科、各思想之间存在着严重的壁垒。而在中国古代，学科边界相对较模糊，

尤其唐宋时期，儒佛道有较深入的融合，因此苏轼在接受《维摩诘经》时也有着类似的特点。苏轼与明公长老论佛时说：“是

二法者，相反而相为用。儒与释皆然。”(15)苏轼认为，明公虽然身出家，但是心未出家，也并非逃禅。明公曾告之老友苏轼：

“宰官行世间法，沙门行出世间法，世间即出世间，等无有二。”(16)儒、释本无矛盾，作为在家的居士苏东坡，他一边体验和

吸取佛家的无畏与超脱精神，一边尽全力为老百姓和国家付出自己能付出的一切。他还说：“孔老异门，儒释分宫。又于其间，

禅律相攻。我见大海，有北南东。江河虽殊，其至则同。”(17)可见他对这儒释道三家的异同是深入思考过的，并认为三者恰如

江河之异流，最终归于大海。 

从某种意义上说，苏轼作为宋代士大夫居士中的典范，他对《维摩诘经》的接受有着代表性的意义。佛教在唐代空前繁盛，

禅宗的创立标志着佛教真正成为中国本土的宗教，具有本民族文化的特性。佛教的中国化以结出自己的果实——禅宗，作为最

终的结局。《维摩诘经》使得中国士人摆脱了“在家出家”的困惑，从而在世俗的生活中建立起超脱与宁静的栖居之地。宋代士

人无论是否信仰佛教，多给自己取“居士”称号，于此可看出此经对宋代士人的影响。即便主张排佛的欧阳修也给自己取“六

一居士”的雅号，则更可以说明其影响之深远。 

从统治者的角度来看，宋代君主多认为儒佛道三教并行于社会治理有益，一方面予以提倡，另一方面也限制其发展，同时

还采用儒佛道相互制衡的方式予以调节。从士大夫的角度来看，三教合流虽有论争，但士大夫多能按自身的需求吸取佛教中的

有益部分，为我所用。 

苏轼在接受《维摩诘经》时，保持冷静而理性的态度，将儒家的社会担当与佛教的“众生病故我病”的无私无畏相结合，

一方面在坎坷的仕途中寻找心灵的宁静与寄托，另一方面于儒道之外用佛眼透视人生世相，从而得到超脱。三教合一，并行不

悖，使得苏轼的人生跃升至新的境界。 

苏轼的晚年进入了李常生所称述的人生“第五重境界”。“参横斗转欲三更，苦雨终风也解晴。云散月明谁点缀？天容海

色本澄清”，这是苏轼《六月二十日夜渡海》的诗句。此诗一二句，可与以下二诗同读。其一是写于黄州的《定风波·莫听穿

林打叶声》：“回首向来萧瑟处，归去，也无风雨也无晴。”而另一诗是十几年之后，在儋州写作的《独觉》：“回首向来萧瑟

处，也无风雨也无晴。”李常生认为，晚年的苏轼实已领悟“平淡洒脱的无我之境”(18)。进入无我之境的苏轼，于名利纷争、

得失计较毫不挂怀，故对于伤害过自己的政敌章惇等人不仅予以包容，而且将自己被贬期间的保身药方悉数交托，并嘱其保养

身体。这无疑是“一切众生病即我病，一切众生病愈则我病愈”的维摩精神，但这种精神与儒家的“四海之内皆兄弟”的仁爱

精神并无二致。因此，我们可以认为，作为天才的文学家、画家、书法家，作为宋代佛教居士的典型，作为久经患难而不改其

乐的苏轼，他身上所体现的居士精神，实得益于三教融一的接受与思考，而这也是苏轼接受《维摩诘经》的第二个特点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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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幽默趣味——“不须天女来相试，总把空花眼里看” 

“苏轼是不可救药的乐天派。”这是林语堂先生在《苏轼传》中的评价。苏轼性格乐观、幽默。晚年贬到海南时，他已是

六十多岁的老人了。在这样一个穷苦的地方，苏轼的境遇如何呢？食之无肉，病了无药，居住无屋，出行无友，冬来无火炭，

夏来无凉泉，概而言之：“大率皆无耳！”这是苏轼写信给朋友时所说的。就在这样一个“大率皆无”之地，苏轼却在某一天

吃海南当地渔民送来的蚝时，觉得十分美味，写信给儿子说：“恐北方君子闻之，争欲东坡所为，求谪海南，分我此美。”(19)

在一个穷得什么都没有的地方，得了点蚝，却跟儿子说要保密，不然北方官员们听说了，都争着要贬到海南来，这真是黑色幽

默。苏轼就是这样，很擅长在生活中发现乐趣、享受生活。或许正因为这样的性格特点，他在接受这部《维摩诘经》时，也深

得此经意趣。 

法国学者保罗·戴密微说《维摩诘经》是艺术作品，有巧妙的戏剧安排，“其中有精彩的天女散花一节，佛声闻弟子舍利

弗尽力不能去花，忽而变成女身，真是诙谐诡趣，独运匠心。”(20)《维摩诘经》的趣味性直接影响了中国士大夫们接受此经的

态度。 

《维摩诘经》的趣味性与苏轼的幽默性格之所以能产生某种程度的共鸣，其间自有道理，如“白足高僧解达观，安排春事

满幽栏。不须天女来相试，总把空花眼里看”（《赠江州景德长老》），此诗前两句容易理解，而细细品味后两句，却极有意思。

传载这位“天女”，应指《维摩诘经》所述方丈室里的那位天女。文殊师利率众前来问疾时，天女本来隐身，静听维摩说法，

甚是欢喜，不知不觉之间，竟然现其身，后来散花于众。溯其源，此诗从唐代皎然“天女来相试，将花欲染衣。禅心竟不起，

还捧旧花归”（《答李季兰》）诗中化用来的。皎然赠答诗是因唐代女诗人李治而起。李治字季兰，她欣赏皎然才气，向皎然写

诗示好，以表爱慕之意，皎然写此诗婉拒。苏轼用在此处，作为赠景德长老的诗句，妙趣横生。我们也可以从中看到宋人在接

受《维摩诘经》的同时，还有对唐人诗句的传承与化用。 

不妨再看：“示病维摩元不病，在家灵运已忘家。何须魏帝一丸药，且尽卢仝七碗茶。”（《游诸佛舍，一日饮酽茶七盏，

戏书勤师壁》）诗之首句，源自“从痴有爱，则我病生；以一切众生病，是故我病。”(21)诗之次句，源于“鸟窠禅师曰：‘汝若

了净智妙圆体自空寂，即真出家……如谢灵运之俦也。”(22)可见魏晋时期的谢灵运，因为接受《维摩诘经》，写了不少与《维摩

诘经》有关的诗，被后人视为在家居士。第三句出自魏文帝《折杨柳行》。诗之末句，写喝茶之妙，出自卢仝《谢孟谏议寄新茶》。

全诗读来，对仗工整，用典丰富，意趣横生，标题用“戏书”二字，与全诗的轻松格调相应，堪称宋诗以才学为诗的典型之作。 

苏轼性格幽默风趣，所以接受《维摩诘经》时，反复使用天女散花这一有趣的意象。据笔者统计，苏轼诗词中有 11处运用

了这一意象，如“结习已空从著袂，不须天女问云何”（《再和杨公门济梅花十绝（其一）》，“结习渐消留不住，却须还与散花

开”（《座上赋戴花得天字》），“精诚贯山石为裂，天女下试颜如莲”（《游径山》）等，恕不赘列。 

由以上分析可知，苏轼幽默达观，故而接受《维摩诘经》之时，极为注重佛典的风趣之处。此经的趣味性与苏轼的性格特

点产生了极大的共鸣，这可说是苏轼接受《维摩诘经》的第三个特点。 

四、苦难淬炼——“淤泥生莲花，粪壤出菌芝” 

《维摩诘经》载，维摩诘问文殊师利什么是如来种时，文殊说一切烦恼皆是佛种。维摩诘问这是什么意思呢？文殊答曰：

“若见无为入正位者……譬如高原陆地不生莲华，卑湿淤泥，乃生此华……又如植种于空，终不得生；粪壤之地，乃能滋茂。……

一切烦恼，为如来种，譬如不下巨海，不能得无价宝珠；如是不入烦恼大海，则不能得一切智宝。”佛经用富有诗意的语言说

明烦恼中生菩提，恰如淤泥中生莲花。这段话也让苏轼深有领悟，以这一意象入诗的有数处。且看《陆莲庵》：“何妨红粉唱迎

仙，来伴山僧到处禅。陆地生花安足怪，而今更有火中莲。”这里的“红粉”是指莲花，以禅眼观之，郁郁黄花、青青翠竹无

不是禅，红粉莲花自然也是。《维摩诘经》诗又云：“火中生莲华，是可谓希有；在欲而行禅，希有亦如是。”这是化用佛经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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意象入诗。苏轼《韩退之〈孟郊墓铭〉云：以昌其诗，举此问王定国，当昌其身耶？抑昌其诗也？来诗下语未契，作此答之》

云：“慎勿怨谤谗，乃我得道资。淤泥生莲花，粪壤出菌芝。赖此善知识，使我枯生荑。”此处说“怨谤馋”是“得道之资”

后，尤嫌不足，又再补充道“淤泥生莲花，粪壤出菌芝”。联系韩愈《送孟东野序》中云“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”之言，可见

苏轼深知苦难中方有智慧与心性的淬炼。 

苏轼一生宦海沉浮，屡遭家人亡故。苏轼 49岁时与朝云所生幼子早夭，写了两首哭儿诗，其中有句“归来怀抱空，老泪如

泄水。”另一首曰：“母哭不可闻，欲与汝俱亡。故衣尚悬架，涨乳已流床。感此欲忘生，一卧终日僵。”老年丧子痛不堪言。

然过不多久，苏轼好友滕达道写信劝慰，苏轼回复云：“丧子之戚，寻已忘之矣。此身如电泡，况其余乎？”(23)好友蔡景繁女

儿病逝，苏轼在黄州写信安慰说：“惊闻爱女遽弃左右，窃惟悲悼之切，痛割难堪，奈何！奈何！……区区，愿公深照，一付

维摩、庄周令处置为佳也。”
(24)

苏轼劝友人如是，自己亦以佛教的空观来消解人生之苦痛。他在帮助埋葬了“无主暴骨数百躯”

之后，写下《葬枯骨疏》云：“沐浴法水，悟罪性之本空……以戒、定、慧，灭贪、嗔、痴。勿眷恋于残躯，共逍遥于净土。”

苏轼愈经历人世的磨难，佛教的智慧便愈能使他照见五蕴皆空，从而获得宁静与解脱。《和陶饮酒二十首其一》云：“芙蓉在秋

水，时节自阖开。不如玉井莲，结根天池泥。感此每自慰，吾事幸不谐。”诗中内容与庄子宁做曳尾于途中的乌龟类似，宁可

做华山峰顶上的莲花，不被采折，可以“结根天地泥”，成其天然。一想到这里，他便觉得很安慰，“吾事幸不谐”。“不谐”

意指不好办、不顺利。苏轼一生颠沛流离，屡失亲人，但在佛教智慧的观照之下，竟然是“吾事幸不谐”！这真是“淤泥生莲

花，粪壤出菌芝”。苏轼云“问汝平生功业，黄州惠州儋州”，越是苦难之地、污浊之境，越能淬炼出苏轼高洁、通透、强健、

丰富而又纯粹的魂灵。苏轼在精神世界中达到的高度是今人所难以想象的。而之所以能达到这种境界实与苏轼对《维摩诘经》

的精细阅读转而深入领悟密不可分。 

苏轼接受《维摩诘经》的“火中生莲花”、“烦恼皆佛种”的思想来面对人生的种种磨难，从而超越现实“色相”世界，

磨练出伟大的精神品格。 

苏轼诗云：“爱鼠常留饭，怜蛾不点灯”（《次韵定慧钦长老见寄八首》），这种博大的仁爱之心既有“齐物论”思想，更出

自佛教的慈悲精神。正是因为这种精神，苏轼“眼前见天下无一个不好人”。俗眼观之，万物自有贤愚高低美丑；佛眼观之，

一切众生平等皆具佛性。苏轼熟读佛经，深知佛法，了悟佛教智慧，故常以佛眼观世。 

综上，苏轼接受三教并无门户之见，取各家精华为我所用。在接受《维摩诘经》时，他将经中“众生有病，是故我病，众

生病愈，我亦病愈”的大乘佛教思想与儒家仁民爱物相结合，历尽坎坷而能“也无风雨也无晴”，步入人生精深华妙之境。 

《维摩诘经》的幽默风趣，深为苏轼欣赏，诗词中常有佛经的回响和余音。在此经的影响下，苏轼提出了“静故了群动，

空故纳万境”的空、静创作论。 

苏轼旷达、超脱、乐观的品性是人类精神所能达到的至高境界。无论身处何境，他始终真挚、庄严而不粘滞地生活着，并

尽可能地创造人生、奉献人生，这于现代人而言也具有深刻的启迪作用。 

注释： 

1钱谦益著、钱曾笺注：《钱牧斋全集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3年版，第 1756页。 

2苏辙：《栾城集（后集）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7 年版，第 1421-1422 页。 

3萧丽华：《从王维到苏轼——诗歌与禅学交会的黄金时代》，天津教育出版社 2013 年版，第207 页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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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487、1911页。 

5(6)苏轼：《苏轼诗集》，中华书局 1982 年版，第 2073、905 页。 

6宗白华：《论文艺的空灵与充实》，《艺境》，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 年版，第185 页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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